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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Logic of Zoning Implementation and Rule Construction for
Detailed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Goals
CHEN Lu, ZHOU Jianyun

Abstract: As the focus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has shifted to detailed planning,

zoning and use classification have become primary instruments for implementing

plans to achieve planning goal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planning objectives and land zoning and classification tools by analyzing different

types of planning goals, development attributes, and rationales of zoning. It distin‐

guishes between "control zoning" and "regulatory zoning" based on planning actions,

their respective features, and applicability in planning control. The paper clarified

that regulatory zoning is used to achieve bottom-line objectives, while control zoning

is aligned with development objectives. Therefore, the paper proposes the adoption

of a dual zoning structure, encompassing use-regul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trol,

with statutory use zoning and policy planning being compiled in concert. This sys‐

tem aims to construct a coordinated mechanism that can balance rigid bottom-line

control and development flexibility, promoting detailed planning as an implementa‐

tion tool with both stability and adaptability.

Keywords: detailed planning; control zoning; regulatory zoning; goal; rule

随着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进入尾声，推动详细规划编制并尽快落实总体规划

目标成为规划治理的重心。2023年，《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和规范规划实施监督

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不得以城市设计、城市更新规划等专项规划替代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作为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规划审批依据”，再次重申了国土空

间详细规划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城乡规划体系下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

规”）作为法定规划类型，却在实践中频繁修改，严重伤害法定规划的权威性，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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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优秀论文遴选”2024年入选论文改写

提 要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的重心

转向详细规划之后，实施性的详细规划

中用地分区和用途分类成为落实规划目

标的关键技术方法。为探讨规划发展目

标与详细规划的用地分区以及用途分类

的内在联系，深入剖析规划目标类型、

开发规则属性以及规划分区的逻辑，基

于规划行为逻辑区分“管制分区”与

“规制分区”两种详细规划类型，以及这

两种分区类型作为规划实施管制工具的

属性特征与适用范围。进而阐明落实底

线型目标的详细规划适用规制分区，落

实发展目标的详细规划适用管制分区；

提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应该具有用途规

制分区与开发管制分区的双重分区结构

设想；法定用途分区与政策性管制分区

协同编制，从而建构详细规划底线刚性

管控和发展目标弹性调控的协调运作机

制，促进详细规划成为落实规划目标且

具有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实施工具。

关键词 详细规划；管制分区；规制分

区；目标；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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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法治思想与实施路径存在局限。诸多

学者就控规改革[1]、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

编制探索[2]、传导困境与优化措施[3]、地

方实施管制的经验[4]等进行了多维度探

讨。如何克服城乡规划的详细规划问题

并拓展和强化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用途

管制功能，以满足全域全要素、全生命

周期的规划管理需求就成为规划转型时

期的重要议题。本文试图在规划基础理

论层面探讨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技术工

具和行为逻辑问题，深入辨析规划的目

标类型，开发规则属性以及规划分区的

逻辑等基本概念，区分“管制分区”与

“规制分区”的两种规划行为的逻辑，解

释两类分区作为规划管制工具的属性特

征与适用范围，探讨契合国土空间规划

目标的详细规划分区逻辑与分区结构，

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供理论框架与改

革建议。

1 规划的目标分类

规划的本质是行动前的理性考量，

涉及对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决策和行动的

考量，以确保它们与既定目的或意图相

协调，并最终与特定目标相契合[5]。确立

规划目标是规划的核心内容[6]，然而，针

对规划目标属性和形式的研究一直较为

缺乏[7]。因此，有必要对规划目标的属性

及其建构逻辑进行辨析。

1.1 问题的类型与目标的形成

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是对市场失效

所引发的一系列城市问题的回应。所谓

问题就是期望与现状的落差，问题的严

重程度即是落差程度[8]。选择将哪些问题

作为规划的议题，以及将问题解决到何

种程度作为规划的目标就直接影响着规

划的实施方法与技术工具。根据解决问

题的目的与发生时间，可以将问题划分

为三种类型：恢复原状、防范潜在风险

以及追求理想目标。见图1。
从克服问题的期望值来看：前两者

是将现状或某一时间点的原状视为预期，

目标都是维持或恢复到原有的某种状态，

因此主要措施是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纠错；

而追求理想型是将一种理想状态视为目

标，具有未来导向性。从问题发生的时

间来看：只有恢复原状型的问题是已经

发生，后两者现状被认为并无问题，但

防范潜在型是未来可能有潜在的问题，

因此需要干预才能维持现状；而追求理

想型的问题不同，现状本身并无问题，

问题取决于未来理想的标准是否达到。

英美两国的规划实践对世界各国规

划制度形成都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英

国城市规划 （planning scheme） 与美国

的区划法（zoning）都是以公共利益为目

的，对土地用途、建筑体量与形态进行

规制或管理。然而，此后的演化对问题

类型的界定与规划目标的设定层面二者

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克服问题的规划方

式方法也迥然不同。简而言之，英国早

期的公共卫生法和工人住宅法是对城市

秩序失控的被动回应，当该方式无法解

决工业革命带来的用地布局混杂问题，

物质环境也仍持续恶化时，田园城市等

更加积极主动的理想城市模式应运而

生[9]。针对城市问题的特殊解决方案，是

以一种理想状态为目标导向，城市发展

目标的建构必然受到规划者的经验、价

值观影响，具有意向性与主观性。这就

使得早期规划者倡导的理想城市愿景呈

现对立的两极，如柯布西耶 （Le Cor⁃
busier） 1925年巴黎建筑规划方案倡导高

密度开发，而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1935年提出的广亩城市主张分散布局。

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同样经历了工

业革命带来的城市秩序混乱问题。1909
年，华盛顿举办了首届全国城市规划会

议，此次会议推动了德国的区划经验在

美国的广泛传播与应用[10]。区划最初的

目的并非建立在一个理想城市的目标上，

而是源于现实问题，目的是避免妨害和

捍卫财产权，解决土地开发的外部性问

题，其中潜藏一个重要的分区规则，即

“排除那些不受欢迎的人或土地类型，从

而对现状加以保护”[11]。20世纪初美国

区划主要有以下4个目标[12]：①预防对公

共健康和安全的潜在威胁；②维持街道

和开敞空间的品质；③保护某地区的特

色与价值；④提高政府的效率，减少权

力的滥用。总体而言，区划是面向已有

问题进行纠错，并且从妨害条例的事后

补救转向了预防潜在的问题，以维持住

现有的秩序。

比较而言，1947年英国开发规划是

源于对理想城市的追求，因而采取更加

积极主动的方式实现预想的城市空间形

态；而美国的区划基于经验与教训，致

力于保护现状以及确保新的开发项目不

会降低现状空间品质，这是以防范潜在

威胁为目标导向，也是一种消极被动的

管制态度。英国1947年规划法建构的开

发规划体系，尽管不是以某个理想城市

模型为规划目标的，但仍然是基于预测

的和意图达到的空间状态作为规划管理

的依据和审批开发项目的标准，即以

“设想”作为规划目标；美国区划并未设

定未来的形态，也不规定未来必须如何，

而是以现状为基准，要求新的开发项目

不得降低现有空间品质。在问题选择与

目标属性上的这些差异，使得英国规划

往往以灵活性而著称，美国区划则以确

定性而闻名。

1.2 底线型目标的稳定性与发展型目标

的变化性

恢复原状与防范潜在问题这两种目

标期望对应形成的是一种底线型目标，

是依据行为主体为达到最低预期目标并

避免事情向坏的方向变化而设定的[13]，
现状或原状的属性与特征就是最低预期，

可以通过对事实的深入调查分析来设定

目标的标准，因而具有相对确定性与客

观性，如纽约区划中第 11—20条明确定

义了规定的最低要求[14]，这一要求自

图1 三种问题类型与目标的设定
Fig.1 Three types of issues and goal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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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设立以来延续至今，是纽约区划

最基础的底线原则。原条文引述如下：

11—21 规定的最低要求

在解释和适用本决议案时，下列规

定应作为最低要求：

（a） 正如在本决议案的导言及各分

区和其他规定的立法意图中所阐述的，

规定的最低要求是提升和保护公共健康、

公共安全及公共福祉；以及

（b） 针对现有状况的不良条件规定

能够提供渐进改良。

从中可见，纽约区划的底线目标就

是所有的开发不能比现状还差。底线型

目标本身具有稳定性的属性，这也使得

美国区划能够保持长时间的稳定，但同

时，这种对现实问题的被动回应也招致

了大量批判，批评者认为区划未能有效

促进城市的发展，甚至阻碍了城市的发

展[15-16]。21世纪以来，纽约已编制多轮

综合规划，为纽约市的未来建立一个积

极主动的愿景。区划未来也将更多融入

综合规划与社区规划的目标，成为规划

的实施工具。

追求理想状态的规划目标属于发展

型目标，理想源于人的主观建构，因此

并不能直接通过分析现状来推导出理想

目标。正如好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绝对的

标准一样，理想的城市形态也仅是一种

价值判断，同时理想的标准有高有低。

换言之，发展型目标具有动态性与主观

性。在快速城镇化和经济快速增长的阶

段，控规的目标往往是基于对未来理想

构建的发展型目标，其特征是具体的、

阶段性的，会随时间变化及主体的不同

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规划者预设的

理想状态和真实市场开发者预想的理想

状态之间就可能产生矛盾。现实中的控

规频繁调整大多是由于“目标”发生了

改变，目标变化或表现为土地用途与开

发强度的需求变化，从而引起地块边界

或开发指标的重新调整。因此，如果控

规仅仅聚焦于具体的发展目标，那么据

此构建的开发规则也必然会呈现出具体

的以及特殊的性征。

诚然，尽管底线型目标与发展型目

标在概念上可以严格区分，但是在现实

问题中，两类目标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

正如将汽车前进作为驾驶的底线，底线

目标就是发动机持续运转维持，司机驾

驶可快可慢，但是不能后退；那么底线

目标的稳定性就表现为持续向前运动；

可见，底线目标不是某种恒定的状态，

而是一种恒定的规则和标准。自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领域的

工作中多次强调底线思维的重要性。随

着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深入推进，多项

相关文件亦明确指出，在国土空间规划

工作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底线思维，

有效实施底线管控措施[17]。然而，在现

有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的学术讨论中，

关于底线的科学内涵及如何实现底线的

方法与思想的研究仍较为欠缺。部分学

者直接将规划中的“控制线”视为规划

的底线[18]，忽视了底线的科学内涵，规

划划定的“控制线”可能是某类空间的

边界线，只能是底线管控的某个要素，

而不是底线管控的全部或等同于底线目

标。因此，亟须在理论层面对适应底线

型目标与发展型目标的技术方法与工具

进行区分，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的需求。

1.3 规划管制与规则管制的属性差异

任何一个行为主体的空间使用行为

都可能直接产生外部性或有潜在的外部

性影响，负外部性容易引发相邻用途的

矛盾和冲突，这也是现代城市需要以规

划或者法律方式进行公共干预与规范的

主要原因。对此问题的公共干预存在两

种管制逻辑，哈耶克区分了两种管制方

式下的社会秩序：“目标论 （teleoc⁃
racy）”与“法治论（nomocracy）”[19]，
前一种秩序下的规则是作为一种具体命

令的“法律”，后一种秩序下的规则是基

于自然规律，所有成员相互作用形成并

共同遵守的一种抽象的、普遍的行为规

则[20]。每个人都遵循的一般性规则，与

命令本身并不相同，因为它未必预先存

在着一个发布此项规则的人[20]。莫罗尼

（Moroni） [21]将该思想引入规划领域，认

为受终极目标支配的管制方法是一种

“模式工具”（patterning-instruments），

通过定义城市结构及各组成部分的功能

直接产生社会秩序，以便对土地开发利

用实施详细和有区别地控制；而受规则

支配的管制方法是一种“框架工具”

（framework-instruments），仅建立或排除

各功能之间的某些相互关系，通过抽象

的、一般性的规则间接产生社会秩序。

20世纪以来，大多数国家以“目标

论”的方式自上而下编制全面、综合且

法定的土地利用规划，形成规划管制的

模式[22]。21世纪初，规划思想正在悄然

变化，日益倾向于利用规范、规则和抽

象原则作为主要的管制手段[22-24]，以更

好地应对城市的复杂性和自组织秩序。

部分学者[25]提出规划管制的方式应仅用

于控制公共部门的行为，对于社会个体

行为，需要的不是规划，而是规范。在

一场关于目标论和法治论的研讨会上，

法治论是适应复杂自组织系统的首选方

法这一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26]。对于我

国而言，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规则化转

型也逐渐成为共识[27-33]。但是，在管制

逻辑层面，如何实现详细规划的规则化

转变，目前还比较缺乏实施路径。

2 规划目标的分区落实与规则之

间的逻辑关系

自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

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

意见》发布之后，针对全域国土空间进

行分区分类并实施用途管制成为国家规

划管理的基本方针，详细规划作为规划

实施工具，其中的规划分区和用途分类

成为关键的技术方法，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改革应充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中分区

分类空间管制的基本思路[34]。第一，规

划行为本身就表现为用地分区和用途分

类，如每个具体的规划就是针对规划区

域的分区和分类；第二，规划成果必定

包含土地利用分区规划图；第三，法定

规划的编制行为表现为依据给定的用地

分区分类标准进行具体的分区和分类。

可见，分区分类不仅是普遍的规划行为

和通适的规划方法，作为规划行为规范

与准则的用途分类和用地分区标准还成

为制度性的规划技术工具[35]。
分区是规划行为序列中的一个特殊

类型，分区行为与规划的前后序行为的

逻辑关系决定分区结果的本质特征。规

划目标、开发规则、分区类型之间的行

为序列关系决定了规划的类型及其属性，

比如，我国控规编制的行为序列是将目

标直接落实到具体地块，并根据目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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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制定地块的开发条件，通过地块开发

条件限定建设项目，其行为逻辑表现为：

“目标—划分地块（分区）—地块开发规

则”。美国区划制定的行为序列是先将目

标转化为不同用途类型建设项目的开发

规则，然后基于规则进行分区，那么，

规划分区就明确适用规则的空间范围，

其结果是同类规则分区适用一个开发建

设标准和要求，其规划行为逻辑是“目

标—开发规则—规划分区”。控规与区划

的根本性差异在于分区与规则建立的顺

序不一样，由此导致分区结果及其效应

的不同。规划行为的顺序、行为之间的

逻辑关系决定规划工作的性质以及规划

工作成果的特征与实质。

2.1 我国控规的分区行为程序及其逻

辑：拟定目标—划分地块—以地块为管

制单元建立开发建设的指标和要求

控规是我国使用分区作为管制开发

的典型工具。控规编制行为的一般程序

是事先给定规划区域，结合总体规划目

标和现实需求确立规划范围的总体发展

目标，然后将确立的规划片区总体目标

分解并落实到重要建设项目和地块用途，

并确定支撑发展目标的道路交通和城市

基础设施，表现为目标分解与规划区域

切分的双重细分过程。如北京通过“总

体规划—分区规划—规划单元—控规/乡
镇域国土空间规划”，将人口、用地以及

建筑规模等指标进行分解，最终落实至

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等实施性规划实现精

细化管控[36]。规划的空间范围从市域空

间、片区、地块群组被“层层分小”，最

终将目标和指标落实到地块。

纯粹就规划的行为逻辑而言，总体

规划与详细规划是同构的，都是将规划

的目标和要求转译到特定空间区域的过

程，区别在于规划成果的空间尺度不同。

控规的目的和作用就是分类落实总体规

划目标和要求，并深入地块尺度的建设

指标，据此作为“控制”的依据，既包

括建筑形态的“地块指标”控制，也包

括开发建设行为的“规划许可证”管理，

地块指标的作用主要是规定规划许可证

的内容。由此可见，控规是开发管理的

依据，通过分区和地块开发控制指标的

方式来约束规划许可的管理行为，这种

为管理目的而建立的行为程序及其逻辑

关联可称为“管制分区”。

管制强调管理主体对规划客体的控

制，意味着土地开发利用活动受到特定

的管制主体的定向约束，控规中的分区

不过是个案式审批管理的前序工作而已。

在“市—区—镇”等多层级政府体系中，

控规由区/镇下层级政府组织编制，市政

府负责审批，然而区镇政府并非按照行

政辖区范围整体编制控规，而是根据当

下的、现实的发展需求和管理需求分片

区、分阶段地编制。每个控规项目的编

制范围作为落实规划目标和管理要求的

“分区” 没有特别的规定，可能是特定

的功能区域，也可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发展单元，或者仅仅是为了弥补管理的

缺陷和不足，甚至出现针对特定地块的

“地块控制性规划”。这种服务于特定管

理目标的管制分区的工作逻辑导致规划

成果的差异巨大，不仅不同规划片区之

间同类地块的控制指标不同，即便是同

一个规划片区相邻两个同类用途地块的

指标也可能不一样，比如同样是“R2”
的相邻地块，一个容积率指标规定为 2，
另一个就可以规定为3，差异的理由可能

就是简单的、差异化的美学趣味。如果

将单个控规的范围视为一个独立的管制

分区，则控规的全覆盖仅相当于由一个

个管制分区拼合的结果。

由此可见，控规的分区行为普遍地

存在于规划制定的过程，无论是规划范

围的选择还是地块的切分都是总体规划

目标的分解，分区是管理者实现管理目

标的工具，分区结果直接服务于管理而

不是规范土地上的开发与使用活动。

2.2 美国区划的分区行为程序及其逻

辑：基于某种共识或目标确立与目标一

致的土地使用规则，再通过协商的方式

将特定规则落实到特定的分区

控规是我国特殊历史发展时期所借

用的工具[37]，控规的制定很大程度上借

鉴了美国区划的经验[38]。这也使得早期

部分学者认为控规就是区划，两者没有

太大的区别。但随着对美国区划研究与

认识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学者都注意

到了区划与控规的本质差异在于“法律”

与“规划”的类型差别[39-41]。
其实，“法律”与“规划”的区别并

非简单的形式与效力方面的区别，其本

质差异在于制定行为的目的及其序列行

为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前所述：控规是

“目标—划分地块（分区）—规则”，而

区划采用了近似的却又本质不同的“目

标—规则—分区”。仅以美国欧几里得分

区①为例说明区划行为的基本逻辑[42]，第

一，确立分区的目标和诉求，如保护单

栋独户住宅区的环境品质；第二，将目

标和诉求转化为土地使用的规则，为实

现保护目的，首先确定的规则是只允许

建设单栋独户住宅，排除其他土地用途；

第三，协商划定适用这个土地使用规则

的空间区域，在具体分区的划定过程中，

接受这个土地使用规则的就划入该类区

域，不接受该类土地使用规则的就划出，

是否归入某个地类主要取决于居民的意

愿，而不仅仅是现状土地特征。

在规划目标、开发规则、分区类型

的行为序列中，分区是最后一步，并且

是居民意愿的落实。欧几里得分区中的

目标与规则还是具体的、特殊的对应关

系，到纽约区划就转变为一般性对应关

系，比如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

(The City of New York, Zoning Maps and
Resolution,1961)的分区目的是“安全、

健康和福祉”[14]，与之对应的土地使用

规则概括为 3个方面：土地用途、建筑

高度、建筑的退让和间距。这就在分区

目的与分区土地使用规则之间建立一个

通适性框架，多数城市都参照这个一般

性的分区规则针对具体规划对象开展具

体的分区活动。可以将规则的空间化过

程或将这类基于规则的分区统称为“规

制分区”。

概括而言，与控规先切分地块再建

立规则不同，区划的分区行为逻辑是先

建立土地使用规则再进行土地划分，意

味着用抽象的规则去回应抽象的目的。

目的的分类转换为规则的分类，由此形

成分区代码与规则体系。一旦建立起系

统性的规则体系，分区行为即为规则的

空间化，是一个可重复的行为。无论是

最简单明了的欧几里得区划，还是为世

界许多城市的规划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参

考样板的纽约区划，以及率先进行当代

区划革命的洛杉矶区划，其规制分区的

建立都是规则先行。区划不仅是立法目

的的分解、深化与空间化，也是实现立

法目的的手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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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管制分区与规制分区的属性差异与

适用范围

综上所述，由于对问题界定的类型

不同，控规与区划形成不同的规划目标

导向，最终应用了不同的行为逻辑与规

则体系（图 2）。基于具有变化属性的理

想或蓝图所构建的管制分区规则更加具

体，由于针对具体对象，因此能迅速回

应特定区域的特殊问题，并促成相应行

动，然而它不具备普适性，对同类事件

没有效力，也难以作为整体性的管制工

具。相对而言，基于底线型目标形成的

规制分区，则侧重于构建一般性的关系

规则，为一般性土地使用行为提供规范

框架，因此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与公平性。

但同时大多数一般性规则的制定往往需

要一个渐进的试错过程，并依赖于无数

人的审慎思考与经验积累，因此难以快

速实现对现实问题的回应。

对于我国国土空间治理体系而言，

管制分区和规制分区都是不可或缺的[29]。
国土空间规划不仅包含了具体的、阶段

性的、特定区域的城市发展目标，也确

立了恒久不变的多重底线目标，如保障

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国土安全等。一

方面，地方政府作为发展主体继续承担

了空间发展的责任和义务，既有城乡规

划中的土地出让与开发管制的责任需要

保留和改善，历史上控规作为管制分区

的工具特征有效性已经得到验证，需要

作为一种适用特定对象和特定范围的管

制工具类型保留在国土空间规划的综合

工具箱里；另一方面，国土空间详细规

划需要具体落实上位规划的底线目标要

求，底线目标需要建立规制分区，规制

目的是管制方式难以达到的。

3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规制分区与

管制分区的双重结构

城乡规划的控详和修详分别对应建

设用地管理和建设项目管理，“多规合

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囊括了城乡规划和

土地利用规划的管理内容，那么，国土

空间详细规划至少应该满足土地利用规

划的用途管制、城乡规划的建设用地管

理（用地许可）和建设项目的规划管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等三个基本管理工

作需求，并且，分区分类作为国土空间

治理的基本方针也应该体现在详细规划

之中。详细规划作为实施性的规划既要

落实上位规划的底线要求，又要落实上

位规划的发展目标以及现实发展诉求，

规制分区与管制分区的协同运作就成为

详细规划有效性的关键。

3.1 以用途规制分区作为落实底线的基

础规制工具

当前，我国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土

地开发与用途管制的规则体系，因此，

如何实现底线约束仍将是未来用途管制

的难点。本文提出以用途规制分区为底

线性管理工具，率先建立用途分区规则

体系，首先是建构回应底线型目标的通

适性用途规则，其实通过详细规划的分

区工作落实为体现相应目标的用途分区，

也就是用途分类规则的空间化过程。例

如，各地方政府可以基于《市县国土空

间规划分区与用途分类指南》提出的分

区类型与分区目标进行深化，参照各国

用途分区规则的经验，结合已有的用途

管制政策与需求，优先构建用途规制分

区的规则体系（图3、图4），其关键在于

建立不同分区类型之间的逻辑关系，这

是规制分区能够作为全域性工具的基础

与前提[33]。如依据关系规则确立分区许

可的用途类型、用途强度、现有用途的

延续及转换规则以及分区的修订、规划

许可等管理规则等，作为落实底线型目

标的最低要求。

3.2 以开发管制分区作为实施地区开发

规划的管制工具

落实特定发展目标的开发建设行为

往往是分片区且存在时间差的，必然是

与落实底线的用途规制分区不同的层级。

管制分区的目的和作用是落实和协调具

体的开发建设项目，比如产业园区、居

住新城、市区更新和重建等片区开发建

设计划，作为长期的开发建设项目，土

地使用的目标和要求会随着不同发展时

期面临的问题差异而发生变化，基于目

标导向的管制分区也必须随之改变。但

是，管制分区的用途变化往往是局部的

而非整体性的，因而开发管制分区不必

要覆盖全域。开发管制分区可以作为用

途规制分区上层的叠加分区存在，这就

可以避免因为新需求的出现而重新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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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管制分区”与“规制分区”的行为逻辑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the logic of "control zoning" and that of "regulatory zoni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3 用途规制分区的分区逻辑示意
Fig.3 The logic of the use-regulatory zoning

注：图 3中各种形状代表不同用途类型；形状大小
代表用途的强度大小；形状的空心代表权利需要通
过许可赋予，而实心代表权利是规则直接赋予，即

免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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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提高规制分区灵活性的工具。

3.3 用途规制分区与开发管制分区的结

构关系

在以往多规共存的背景下，“多规矛

盾”的根源在于不同层级政府及部门间

的多重公权力交叠，进而导致规划目标

与管制内容的冲突，形成规划事权的博

弈。当建立覆盖全域的、统一的用途规

制分区作为底层约束，整合土地用途规

则，才能最大程度地消解多规管制的冲

突。此外，可以将现有的以及未来的开

发规划内容转换为开发管制分区，将其

叠加在基础用途规制分区之上，建立补

充规则，形成开发管制分区与用途规制

分区的叠加分区模式。见图5。
开发管制分区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应与用途规制分区相协调，两者的协同

模式是管制分区不能违背规制分区，且

有权要求调整规制分区。第一，“不违

背”就是在用途层面上不能突破底线要

求，但开发规则可以为用途、开发标准

制定补充规则，实现具体的发展目标。

第二，管制分区有权要求调整规制分区

的作用是“经过立法程序批准的管制分

区”可以替代规划范围的规制分区，也

就是说 “参照规制分区编制和审批的管

制分区”是规制分区的修订与补充。因

此，当上层的分区已经属于开发规制分

区时，那么上层规制分区的规则可以叠

加或替代基础用途规则。两者的协同过

程就表现为立法过程或法律修订的过程。

4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中的管制分

区与规制分区的协同实施路径

4.1 第一阶段：建立以用途规制分区为

基础的两层结构

详细规划转型的第一阶段是基于上

述规则构建实施路线，率先建立用途规

制分区的分区类型及规则体系，再结合

国土空间规划完成分区规则的空间化过

程，即完成用途规制分区图的制定。用

途规制分区图可随着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的编制逐步完成，将国土空间规划中的

目标与用途规制分区类型进行匹配，通

过分区代码建立分区规则与特定空间的

关联性，完成目标/目的—规则—分区的

关联过程。随着详细规划的编制完成，

最终形成覆盖全域空间的用途规制分区

一张图（图 6）。值得注意的是，用途规

制分区的全覆盖与原有控规全覆盖存在

显著差异。如前所述，控规是先分区，

再建立规则的管制分区逻辑，控规全覆

盖仅仅是管制分区的拼合。用途规制分

区是基于统一的用途规则下的分区，即

使是不同详细规划范围中，只要被命名

为同一种用途分区代码则意味者它们的

用途规则是一致的。由此，详细规划用

途管制就可以成为整体性、系统性的规

制工具。

此外，在详细规划编制的过程中，

除了制定实现基础底线型目标的用途规

制分区，还可结合片区发展目标以及更

新规划、城市设计、历史保护规划等其

他专项规划的需求，对特定区域建立开

发管制分区。开发管制分区是对基础用

途规则的补充，落实额外的用途、形态、

强度等开发规则，以实现特定的分区目

标，可视为原有控规分区模式的延续。

由此逐步在详细规划中形成以用途规制

分区为基础的两层结构。

4.2 第二阶段：建立以综合规制分区为

基础的两层结构

基于用途维度的规制分区是我国当

前最具可能性的规制分区维度，也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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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以核心生态保护区为例的分区规则构建路径
Fig.4 Construction for zoning rules: the example of cor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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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详细规划的两层分区结构与协同关系
Fig.5 Dual zoning structure and th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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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直接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需求的规

划实施工具。国际经验也显示，用途规

制分区也往往是综合性规制分区的基础

与核心部分。当我国用途规制分区逐渐

建立与完善，可进一步将开发管制分区

中的稳定性与通适性的内容进行整合，

将其纳入用途规制分区中，使得用途规

制分区向综合规制分区转变，完善土地

使用规则的维度与深度，推动国土空间

治理能力的逐步提升。然而不可否认的

是，城市发展过程始终会存在短期的、

特定的发展目标，规划管理也始终需要

更加灵活的管制方式以快速回应现实问

题。因此，无论综合型规制分区如何完

善，管制分区仍将始终存在。

在此演化路径（图7）下，开发管制

分区的管制维度与适用范围将逐步缩小，

详细规划将逐渐以更加综合的规制分区

去协调更广泛的公共、私人利益，生态

保护与城乡发展的问题。同时，用途底

线也将逐渐提升为多维度综合型底线，

如公共空间的底线、历史保护的底线、

城市更新的底线等。总体而言，综合规

制分区的建立与完善需要结合具体城市

发展情况与需要，是一个持续的演化

过程。

5 结语

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对于推

进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

重要意义，而详细规划作为落实国土空

间目标与实施用途管制的重要抓手，亟

须建构底线刚性管控与发展目标弹性调

控的协调运作机制，确保国土空间利用

的规范性和灵活性，促进空间治理的精

细化和高效化。底线型目标与发展型目

标的属性差异决定了详细规划必然兼具

规制与管制的双重属性。规制分区是

“目标—规则—分区”三种规划行为的特

定的组合方式，实质为规则的空间化过

程，其成果作为回应全域管理和底线诉

求的治理工具；而开发管制分区是面向

城乡建设目标的且经历史检验行之有效

的技术工具。因此，本文提出以用途规

制分区为基础，将控规属性中可以进行

规则化转型的开发规则不断地分离出来，

从立法逻辑上对控规的制定和使用进行

法治化转型，可以使得国土空间详细规

划成为落实全域用途管制目标且具有稳

定性的综合性治理工具。

总体而言，规制分区内在的技术性

问题是可以通过科学、理性的方式进行

改进和优化的，当目的和需求一致时，

技术工具就具有通用性。但另一方面，

规制分区承载的目标属性往往是地方性

的，反映特定群体的发展与保护的愿景，

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制度、文化下的规制

分区的内容与形态各有差异，适应我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6 详细规划分区图的绘制过程示意
Fig.6 Processes of drawing detailed zoning 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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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管制分区与规制分区的演化路径
Fig.7 The evolutionary path of control zoning and regulatory z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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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途规制分区的类型与规则体系仍然

需要地方的实践与探索。

注释

① 欧几里得村的区划是美国传统区划的典型

代表,最早于1922年制定了覆盖全村的区

划条例 （zoning ordinance），分区形成过

程详见参考文献[42]，区划法规及分区图

的历史资料详见以下网站：https://www.

cityofeuclid. com/euclidean-zoning---

historic-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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